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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桥南的“最牛农田”
肖洁 /摄

阴本报记者 洪蔚
2011年 4月 14日，一块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恐龙下颌骨化

石，在一连串的偶然机遇后，在一群热心人的协助下，终于回到
了它的故乡———中国。

这些帮助它回乡的人们，把这次回归看成是一种“召唤”，召
唤那些更多的流浪各地的恐龙们，回到故乡。

董枝明的故事：“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块终于“踏上”故土的恐龙骨骼，名叫戈壁原巴克龙，1960
年出土于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早白垩世地层中。它见证了中苏
关系从合作到恶化的过程。

1959年，中国苏联签订了为期 5年古生物联合考察协议，地
域范围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到哈萨克斯坦。这次古生物考察，是新
中国成立早期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甚至动用了一个排的士兵
负责开车。

然而，在考察刚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由于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忽然撤走了专家。那时考察队正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进行
现场发掘，考察不得不终止。这块后来被命名为戈壁原巴克龙的
化石，在那时刚刚被找到。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研究员董枝明，当时曾参与了合作考察，
只是那时的他，仅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远远地看着“大腕”
们工作，帮他们做一些像包化石这样的辅助工作。

尽管合作考察临时中断，然而，其发掘成果，却也相当丰富，
除了恐龙外，还发现了大量的鱼类、哺乳动物化石。

1962年，苏联派代表来到北京进行协商，要求对两次考察的
成果进行分配，双方对化石的研究权展开了谈判。最终，两次考
察的部分成果，被苏联专家“借”回国，其中包括这件戈壁原巴克
龙化石。

在当年被借走的标本中，董枝明对戈壁原巴克龙记忆尤其
深刻，苏联专家原本想借去更珍贵的甲龙化石，中方没有同意，
这件戈壁原巴克龙是苏方的第二选择。

此后，中国学者只在 1966 年的学术期刊上，见到戈壁原巴
克龙。苏联著名恐龙专家罗日斯特文斯基，根据这块标本发表了
一个恐龙新属，并正式定名为戈壁原巴克龙。

当时这件标本，不只是一块下颌骨，还包括头骨、肩胛骨。根
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研究完成后，标本应该归还中国，然而合同
一直没有被履行。

1991年，苏联解体，大量的国有资产疏于管理，遗失惨重，国
内学者对当年那批被借走的标本，几乎失去了索回的信心。

时隔半个世纪，当董枝明再次见到戈壁原巴克龙的时候，已
经是 2010年夏天，地点也已经转到了日本。

所十三的故事：“一连串的偶然就是宿命”

所十三是一位日
本恐龙动漫画家。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
在戈壁原巴克龙从人
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了的时候，他正在准
备创作自己的第一部
动漫作品。

他的这部作品，
讲述的是恐龙界传奇
人物———吉迪恩·曼
特尔的故事。

曼特尔是一位英
国医生，他是世界上
第一个正式研究恐龙
的人，1825 年，他将
自己的发现命名为禽
龙，这是世界上第二
只被命名的恐龙。

正当所十三为绘
制禽龙收集素材的时
候，偶然在东京的化石市场遇上了戈壁原巴克龙。戈壁原巴克
龙在演化上，与禽龙是近亲，形态极为相似。于是便买了回去，
为绘画提供参照。而此时的戈壁原巴克龙已经只剩下了下颌
骨。

这本叫《雾之彼岸》的书，出版后大获成功，所十三也因此
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

4 月 14 日，所十三在北京召开的捐赠仪式上说，这块化石
之所以能经他的手回到中国，是一连串偶然叠加在一起的结
果，“一连串的偶然，就是宿命”。

遇上戈壁原巴克龙的时候，所十三正在创作第一部作品，
戈壁原巴克龙正好与他要创作的禽龙形态相似，而 15 年来，
他再也没有收藏过其他的化石，这是戈壁原巴克龙是第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收藏。

2010年，在戈壁原巴克龙在所十三家中沉睡 14年后，又是
一连串的偶然，将它带会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15年来，专注于恐龙动漫，所十三结识了很多恐龙专家，经
常出入与恐龙研究相关的场所。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
识了福井恐龙博物馆的柴田正辉，得知柴田正在研究禽龙的幼
年个体，便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戈壁原巴克龙。

没想到的是，柴田一见之下，便道出了这件化石的来历，他
告诉所十三，这就是当年中苏联合考察时发现的标本之一，它本
属于中国，后来流入苏联，多年来下落不明。

碰巧的是，当时董枝明正在日本访问，为了确认自己的推
测，柴田又把这块化石，展示给了董枝明。

回家的故事：为了分享，为了感激

2010年夏天，当董枝明从福井恐龙博物馆研究员柴田正辉
手中，接过这块漂泊了半个世纪，如今只剩下下颌骨的戈壁原巴
克龙时，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心中涌起了半个世纪重现的感
动。“当年和我一起亲历联合考察的人，如今有些已经不在人
世了，于是，半个世纪的人世沧桑也就随之一起浮现。”

再次见到戈壁原巴克龙，董枝明很想能让它回到中国。柴
田便向所十三转达了中国学者的愿望。让董枝明感到欣慰的
是，所十三慷慨允诺了。

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所十三表示，自己画恐龙
15 年了，热爱恐龙更是长达 20 余年。因为这份爱好与职业，
他的人生充满快乐，“因为我自己快乐，我也很感激那些研究
恐龙的人，希望能做点什么进行回报，并分享我的快乐”。

捐赠的具体工作，在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的主持
下，进行得相当顺利，2010 年秋天，双方便签订捐赠协议。
2011 年 4 月，所十三与日本福井恐龙博物馆一行人，在基金
会的资助下，带着漂泊了半个世纪的戈壁原巴克龙来到了北
京。

正值日本地震刚刚结束，所十三说，日本震后，中国热情
地伸出了援手，他也希望借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

恐龙动漫画家所十三

阴本报记者 肖洁

“这种的难道是麦子？”
“不会吧，拿这么贵的地皮种麦子？这麦

子得卖多少钱一斤才能捞得回本儿哪！”
春日的北京，车水马龙的三环路联想桥

旁，对着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两个年轻人
站在高高的黑色铁栅栏外议论。

这便是被一些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农
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其紧邻中关
村，周围高楼林立。试验田附近动辄三四万
元一平方米的二手住宅这样作广告：“俯瞰
麦苗青青，享受都市之田野感觉，好不惬
意。”

铁栅栏内的试验田

推开试验田的大铁门，记者刚走进去，
拖拉机旁躺着晒太阳的小狗就一跃而起，冲
记者大叫起来。

看门的窦师傅一边详细询问记者的身
份，一边说：“老师们怕生人进来，对作物有
损伤和破坏，所以我们得看好门。”

据介绍，除了农作物常常被一些行人图
新鲜偷拽、偷摘外，试验田里的优良品种也
是一些民间农业科技公司觊觎的对象。

正说话间，一对老夫妻带着小孙子好奇
地想进来看看，被窦师傅拦下。“这里可不能
让市民随便进来遛弯儿。”

这时，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骑着
自行车径直进来，窦师傅说他是农科院的
“老师”。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告诉《科
学时报》记者：“我是来查看麦苗的生长情况
的。一般这个时候我们来得少一点，到收获
的时候来得多。我们长期雇专人打理这些试
验田，不过导师和学生们有时候也自己种。
另外，授粉什么的技术操作，我们一般都自
己来。”

这么贵的地，农科院没有想到拿来盖房
子吗？
“规划用途就是科研试验用地，我们农

科院想盖房子也盖不了。顶多像那边，盖温
室大棚。”他指了指联想桥西南角那一大片
崭新的透明玻璃房子说。这些高规格温室将
承载国家级高科技农业示范项目，很多工人
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远处，一位穿着白色长筒雨靴的中年人
在田间灌溉、锄土。记者走近跟他聊起来。他
是农科院雇来专职照顾农田的工人，姓蒋。
“我是农村来的，1993 年就开始在这儿

干活，到现在快 20年了。我大哥来得更早，
1989年就来了。现在我们兄弟三个都在这儿
帮老师们种地。我刚刚种的是黑小麦，做饲
料用的，等长好的时候能有两米多高呢。那
边还种着有旱稻子、棉花，还会种玉米。”蒋
师傅一一指给记者看。
“以前我刚来的时候，这试验田可比现

在大多了。像金五星那一大片，原来种的都
是水稻。”蒋师傅望着旁边停满汽车的金五
星百货批发市场说。

曾经的 4000亩

其实，这块地上虽然没有诞生高价楼
盘，其价值却不容小觑。

农科院老专家蒋士强介绍，这块试验田
产生过不少获得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的作物新品种。中国作物栽培研究中的重量
级人物金善宝、李竞雄、鲍文奎、庄巧生、邓
景扬等多位著名专家都在这块实验田上耕
耘多年。

蒋士强至今难忘的是，被誉为中国现代
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的金善宝，当年虽然年
事已高，经常带着大草帽，弓着腰在试验田
里工作。

从这块实验田中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
单 2号，冬小麦良种北京号、冬协号、丰抗系
列，大豆新优品种，累计在全国推广面积都
超过亿亩，许多品种目前仍是小麦、玉米主
产区的当家品种，给农业经济带来的收益价
值可以百亿计。所以有媒体说：按创造价值
的标准来看这块试验田，这里是全世界作物
产出价值最高的土地之一。

而这块试验田的年岁，竟然比新中国的
年龄都长。
“这块地呀，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就是

试验田了。”农科院原副院长陈万金对农科
院试验田的历史变迁非常了解。

1938年，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对占

领区农村经济的控制掠夺，达到就地解决军
需供应的目的，日本人在北京建立中央农事
试验场。1940年 6月又改名为华北农事试验
场。

经过不断的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
发展成为一个包括 7 个省市、拥有 5 个支
场、1个分场、2个试验地、13个原种圃，共有
600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
“比如说，当时日本人在江苏镇江建蚕

桑试验场，在辽宁兴城建果树试验场，北京
这里的试验田则种植农作物、蔬菜和牧草。”
陈万金说。

1945年抗战胜利，华北农事试验场被当
时的国民党政府接收，更名为中央农业实验
所北平农事试验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
农事试验场与林业实验所、畜牧试验所、兽
疫防治处和河北省农业改进所合并为华北
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由于农业科学发展
的需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建为中国农
业科学院。
“当时这片试验田大约有 4000 亩。”陈

万金说。
看到记者吃惊的眼神，陈万金笑着说：

“当时北京的城区比现在小得多，联想桥那
一片在那时都是郊区了。出了西直门，一直
快到今天的知春路，好大一片地方，除了农
科院的试验田，就是一些坟地、菜地和荒
地。”
“农科院那时候可是北京的‘大地主’。”

流失的九成土地

随着北京城区不断扩大，“大地主”的试
验田不断萎缩。

上世纪 50年代大炼钢铁，有关单位从
农科院划走了 100多亩地。
“本来他们答应在青龙桥还我们一块试

验田的，但是后来因为‘文革’开始，农科院
的人员都被下放，领导班子也换了人，慢慢
也就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
之。”陈万金说，后来这家单位与农科院因土
建方面的事宜产生交涉，已经完全忘记自己
的地方原本是从农科院划走的。

而“文革”期间是农科院试验田急剧减
少的时期。中国农科院院志记载了这一巨大
变化：1966年，农科院的土地约合 80万亩，
1978年则锐减至约 11.6 万亩，这里面的减
少自然也包括了北京城内的试验田。
“文革”期间，农科院的人员全部被下

放，北京的试验田无人管理，渐渐被其他单
位占领挪作他用。陈万金回忆到，甚至还有
单位开始时通过一些私人关系，向农科院
“借地”存放建筑材料，但“久而久之这地就
要不回来了”。他粗略估计，“文革”结束，农
科院恢复建制，在北京城内的试验田大约还
剩下 600多亩。

最近 30年，这 600多亩试验田继续减
少。

上世纪 80年代初，因为修建三环路的
需要，试验田被联想桥拦腰分割成南北两
片。

原来的水稻田则被作物所出租给了街
道，盖起了百货批发大棚，来解决社会人员
的就业以及周边居民的生活购物问题。
“起初讨论这个出租方案的时候，党组

也有不同意见。但是作物所的困难的确很
多，事业费不够，老同志也越来越多，负担沉
重，而且后来作物所又在昌平有了新的试验
田，所以出租方案最终被同意。”

陈万金扳着手指头，开始给记者一个一
个地数：这里的某某工厂，那里的某某学院，
原来都曾经是试验田……
“我估计，联想桥两边的田，再加上农科

院院子里的田，真正做试验的大概还剩下
400 多亩。”

生存的博弈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闹市中，400多亩试
验田能被保留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就是不断在进行利益博弈。”陈万金说。
上世纪 90年代初，有关部门曾想征用

农科院东门外、联想桥南的 150亩试验田做
锅炉房，并把这一规划直接“通知”了农科
院。

农科院的金善宝、鲍文奎等老院士得知
这一事情后，强烈反对，并联名给中央各级
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

镕基作出批示，让北京市委研究处理这一问
题。
“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件事情，请来规划

部门、纪委的同志和农科院的老院士们座谈
商议。那天下午我也去参加了会议，会场大
概到了有五六十人。”

陈万金介绍说，会议开始后，几位老院
士先发言，说话还非常客气。他们谈到，对于
农业试验，国外非常重视。以英国为例，有一
块试验田坚持做了长达 150 年的农作物实
验，为了保护这块地，英国政府甚至专门立
法，所以长期没人敢动。而在印度首都新德
里市区偏西北一点，有一块跟农科院试验田
位置相当的试验田，面积达到 5000亩，也是
通过立法得到保护。
“新德里的这片试验田的确非常大，我

曾经亲自去看过，一望无垠，非常整齐，漂亮
极了！连高压线都不让过。”陈万金一边说一
边给记者比画着。

对比国外的情况，院士们指出：就像医
生离不开病房，农业科学家离不开试验田。
我们的试验田越来越少，就剩这点地还保不
住，农业科技任务往哪里放？一些重要品种
的科研攻关项目往往要持续 10 年以上，有
的科研项目周期甚至长达 20年。
“这时有一个规划单位的负责人开口

了，说‘你们农科院那块地，早在 1955 年就
已经被我们规划为锅炉房了，现在被征用是
合理的，是按规划行事’。”

这下老院士们急了。鲍文奎先生首先发
难：“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工
作了，我知道这块试验田有多大。1955年的
时候，西直门外这一大片，荒地多得很，如果
当时你们就作规划了，为什么不把锅炉房规
划到荒地上，偏偏一定要规划到农科院的试
验田上呢？这只能说明你们想无偿占掉农科
院的土地，不重视农业科技！”
“老先生的这个话一下子就说重了。”陈

万金笑着说。
会议主持人赶紧打圆场。
作为农科院领导班子的参会代表，陈

万金当时提出，农科院承担的都是国家农
业科技项目，唯一的基础是试验田，没有
试验田怎么做试验？这是专家的命根子
啊。而且大钟寺是著名古迹，盖锅炉房也
与文明古迹不相称。根据事先做好的调
查，陈万金给锅炉房提出了其他合适的选
址建议。

最后，北京市政府采纳了陈万金的意
见。农科院在联想桥南的试验田也得以保留
下来。

去留费思量

“估计现在这片田也呆不长。”种地的蒋
师傅憨厚地笑着跟记者说，“好家伙，这儿地
太贵了。”

联想桥两侧的试验田的未来将如何呢？
去年 9月，农科院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三环内唯一也是最后的
农田不会改变性质，但其科技含量将更高，
更能代表我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也是今
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但是就像蒋师傅的担心一样，很多网友
都怀疑这片试验田“呆不长”。有人说：三环
路边还弄得跟农村似的，已经跟不上城市发
展的步伐了，试验田早该搬迁；有的人则祈
祷“开发商千万不要盯上这片地”，让它继续
70多年的农业试验。

陈万金虽然曾为了维护试验田而多次
参与纠纷协调，但他也坦承：其实现在在城
市里做农业试验也有不适合之处。
“首先城市的污染比较严重，而且由于

城市的热岛效应，温度比农村要高一些，这
些因素对作物生长可能带来一些影响。”

他认为，如果能在郊区相应地给农科院
补偿比较大面积的土地做试验田，进行统一
的规划；将城里的试验田拿出来进行城市建
设，同时解决职工住房的难题，也不失为一
种多赢的办法。

但也有生态学界人士认为，在一片水
泥森林中“幸存”下来的农田，其存在本身
就是北京城市中一道独特的田园景观，也
为重新理解农业活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
价值创造了有意义的空间。在日本东京市
中心街头，至今还特意保留着一块水稻田，
以示国民不忘水稻对日本社会的极其重要
意义。

偌大的北京城市中央，能否容得下这最
后一块农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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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试验田的年岁比新中国
的年龄都长。在这里产生过不少
获得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
作物新品种。中国作物栽培研究
中的重量级人物金善宝、李竞
雄、鲍文奎、庄巧生、邓景扬等多
位著名专家都在这块实验田上耕
耘多年。但在城市发展、社会变
迁中，曾经面积一度达到 4000
亩的试验田在不断萎缩，它的未
来会怎样？

肖洁 /摄


